
广 东 徐 闻 东 汉 墓

——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

徐闻县是广东最早的县治之一，远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已经设置
[1]
。它位于

雷州半岛南端，南隔琼州海峡遥对海南岛。两汉时期，徐闻是我国驶往东南亚和印度洋的

海船出发港，又是广东大陆通向海南岛的门户，在广东古代历史上曾经占有重要地位。

1973 年冬至 1974 年春，广东省博物馆会同湛江地区文化局在徐闻进行了一次文物调

查，并在迈陈公社华丰村、龙塘公社红坎村和附城公社槟榔埚村三地发掘了 51 座东汉墓。

参加这次工作的有：广东省博物馆吴振华、何纪生、赵金顺、杨少祥，湛江地区博物馆黎

智波、鍾绍益，阳春县文化馆柯池，海康县文化馆邓杰昌和徐闻县文化馆邓开朝、吴增、

姚秀琴等同志。

一、汉墓概况

图一 徐闻县汉代遗址和墓葬分布示意图

（一）汉墓地点

这次发掘的汉墓在华丰村有 34 座，红坎村有 12 座，槟榔埚村有 5座。

华丰村和红坎村都在县南琼州海峡岸边的高崖上，相距约 17 公里（图一）。崖上山丘

起伏，崖下清波浩渺，地势甚为险峻。华丰村发现汉墓的地点有三处：两处在村南，距断

崖不足百米。墓葬分布密集，西面一片在 600 平方米范围内发掘了 33 座；向东百米处另

有一片，但只发掘了 1座。另外一处在华丰村东北，范围也很大，因水土流失，墓已受到

严重破坏，地表散布着许多墓砖，未作正式发掘。红坎村的汉墓在村北，距海峡也很近，

断续相连达 1公里。槟榔埚村距海峡 6公里，与华丰村、红坎村呈三角形，这里的汉墓也

多，据居民说村内经常挖到砖墓。

（二）墓室结构

在 51 座墓葬中，45 座是长方形单室平底券顶砖墓。另 6 座是砖石合构、石室和土坑



墓，全在华丰村。墓门基本朝南，墓室都很狭小，最大的墓 33 长 3.6 米、宽 2.04 米，最

小的墓 23 仅长 2.14 米、宽 0.8 米，高度都在 1米左右。

砖室墓大都双层砖，壁砖砌法是顺砖和顶砖相间，一般平砌二三层顺砖后放一层顶砖，

交错向上，到上部全为顺砖，逐渐内缩向顶起券。墓底铺砖一层或二层，采用二横二直相

间或曲尺形的砌法。封门砖的砌法和壁砖相似，但较为散乱（图二）。

图二 墓 33 平、剖面图

这里的墓砖和广州、佛山、韶关等地的不同，个小体薄，一般长 22-24 厘米、宽 11-12

厘米、厚 2厘米。砖几乎全是红黄色，粗松易碎，少量在平面上印米字、方格或菱形花纹

（图三，1、2）。

图三 墓砖花纹和陶罐纹装饰拓本（约 1/2）

1、2．墓砖花纹（墓 33），3．Ⅰ式方纹格陶罐纹饰，4．Ⅱ式方格纹陶罐纹饰

砖石合构墓和石室墓数量不多，都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砖石合构墓顶部用砖起券，

四壁和底砌大块的长方形石板（也有个别墓用砖铺底）。石室墓全用石板搭盖，呈立体的



长方形（图四）。石板采自附近海里的珊瑚石，厚约 6 厘米，灰白色，体轻质脆，在墓里

被积土压成小块。

图四 墓 11 平、剖面图

（三）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计有：陶器 103 件，陶珠 78 粒，铁器 26 件，铜器 8 件，五铢钱 10 枚，银

饰 4件，珠饰 308 粒，另在填土中发现有肩石斧 2 件。

在崇尚厚葬的汉代，这批墓的随葬器物显然是微薄的。从墓室保存完好和墓室上部虽

毁而未受破坏的 39 座墓看，6座墓内空无一物。7座墓出铁器，仅墓 47 较多。6座墓出铜

器，都只有一件。陶器是主要随葬品，但有 15 座墓没有，最多的墓 47 出 12 件，出 7 件

以上的墓只有 6座，其他墓仅出 1-3 件。比较而言，5 座砖石合构墓和石室墓的随葬品最

少。

随葬器物大都放在墓室西侧，少者放在两角，多者列成一排。陶釜大都置于西北角。

陶珠和珠饰大多出在墓室中部偏北处，有些还混在一起，应是颈下饰物。

陶器全是实用品，不见模型明器。陶胎是灰色细泥，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器表大都

挂一层黄褐色薄釉，只有红坎村出的小钵挂青绿色釉。夹砂陶器仅釜一种，应为炊器，青

灰色，出土时难以完整取出。陶器纹饰简单，最多的是方格纹上加盖长方形戳印（图三，

3、4），此外还有弦纹、水波纹和篦点纹。器形以罐为主，还有釜、盆、圈足盆、钵、小

钵、小釜等。



釜 21 件，一般一墓出一件，侈口宽沿，束颈圜底；有的宽沿中间微凹，唇向上翘（图

八，1）。

图五 Ⅰ式方格纹罐（墓 4:2） 图六 Ⅱ式方格纹罐（墓 33:2）

方格纹罐 31 件。这是墓中最具特色的陶器，大口，反折唇，短颈平底，器身和花纹

又分三式：Ⅰ式 19 件，长身，最大径在肩部，器形大小不一。腹以上饰方格纹，加印一

至二排长方形戳印，印纹清晰整齐（图五；图八，7）。Ⅱ式三件，矮身鼓腹，最大径偏于

器身下部。腹以上方格纹印痕深，线条也粗，中间加印一排方形戳印（图六；图八，9）。

Ⅲ式 9件，器身长宽比例介于Ⅰ式和Ⅱ式之间，口较小，颈略长。挂黄褐色薄釉，方格纹

印痕不明显，肩腹部划弦纹（图八，8）。

图七 Ⅱ式罐（墓 32:3）

罐 36 件，分四式：Ⅰ式 17 件，器身和Ⅲ式方格纹罐相似，肩腹部划弦纹，有两件在

肩部加双横耳(图八，12)。Ⅱ式 6件，圆唇，沿下凸出棱线，里面形成凹槽。鼓腹平底，

器身矮胖。腹部划弦纹，肩有双耳（图七；图八，10）。Ⅲ式 11 件、直口、反折唇，器身

较长。罐制作粗糙，表面经修削，无釉。肩部划弦纹和水波纹，双耳宽大结实，异于其他

罐（图八，11）。另有一件直口方唇，颈外有三道凹槽，肩部施一周篦点纹，制作甚粗。

Ⅳ式二件，圆唇，沿下凸起棱线，器身长大，四耳。一件肩部饰方格纹；另一件饰篦点纹，



口径 19 厘米，高 36 厘米（图八，13）。

图八 陶器

1．釜（墓 13）2．小釜（墓 10）3．钵（墓 50）4．小钵（墓 47）5、6．盆（墓 6、墓 10）7．Ⅰ式方格陶

罐（墓 4）8．Ⅲ式方格陶罐（墓 30）9．Ⅱ式方格纹罐（墓 33）10．Ⅱ式罐（墓 32）11．Ⅲ式罐（墓 47）

12．Ⅰ式罐（墓 30）13．Ⅳ式罐(墓 47)(1、5、7、9、13, 1/8;2、4,1/4；余均 1/6)

图九 盆（墓 6:9） 图十 铁 斧（墓 47）

盆和圈足盆 8件，大小不一。广口圆唇（有的唇外折），束颈平底（图九；图八，5）。

2件圈足盆是在盆底加喇叭形圈足（图八，3）。

钵 1 件。直口微侈，腹下部内折成小平底（图八，4）。

小钵 3 件。器形和盆相似，只是颈不内缩，器形也小，口径 10.5 厘米，高 3.5 厘米，

挂青绿色釉（图八，4）。



小釜 l 件。侈口束颈，鼓腹平底。

器盖 2 件。一件出于残墓，盖顶有半环钮，可能是壶盖。另一件是用圈足盆的圈足改

制而成，说明墓主甚贫苦。

陶珠 78 粒，出自 21 座墓。珠剖面呈菱形，径 2-3.5 厘米，中有圆孔，仅一个施篦点

纹，其他均素面。

铁器 26 件，锈蚀严重，有斧、凿、刀、鱼钩和发钗、指环等。

斧 5 件。略呈长方形，刃部弧圆，上部两侧卷起成銎，内有朽木。其一长 15 厘米，

銎部宽 5 厘米、刃部宽 7 厘米（图十；图十一，5）。

凿 2 件。梯形长条，圆銎，刃部扁平，銎内有朽（图十一，6）。

刀 10 件。长条形，脊厚刃薄，锋端斜出，后端有的细长，装木柄，有的是环首，长

21 厘米、宽 1.2 厘米（图十一，3）。有一件长 41.5 厘米，锋端齐平。

此外有鱼钩一件，有倒刺；发钗一件，马鞍形；指环一件。另有 6件残甚，器形不明。

图十一 铜器和铁器

1．铜盆（墓 12）2．铜碗（墓 34）3．铁发钗（墓 47）4．铁环首刀（墓 47）5．铁斧（墓 47）6．铁凿(墓

47)7．铁鱼钩（墓）(1，3/20；2、4-6，1/5；3、7，3/5)铜器 8 件，有盆、碗、镜、器盖和镞。

盆 1 件。广口宽沿，腹较浅，平底。盆两侧有铺首环耳，耳铜铁各一只，耳上部饰弦

纹。盆壁甚薄，口部有焊接的补丁两处，应为实用器物。口径 38 厘米，底径 20 厘米，高

11.5 厘米（图十一，1）。



碗 3 件。敞口直壁，平底，口径 14 厘米，底径 8.5 厘米，高 6.5 厘米（图十一，2）。

镜 1 件。桥钮，圆钮座，钮外一周连弧纹和栉纹，窄边。镜残甚，铭文圈内有四乳钉，

铭文难以辨认，字体较方，应为昭明镜，直径 8厘米（图十二）。

图十二 铜 镜

（墓 38）拓本(7/10)

器盖 1 件。似为壶盖，出自残墓。

镞 2 件。三棱形，后铤中空，残长 2.5 厘米。

五铢钱 10 枚，锈蚀严重，仅能辨识文字，属东汉。

银器有手镯 1件，指环 2件。

珠饰共 308 粒，大小形状不一，种类有琥珀、玛瑙、水晶、紫晶、琉璃、银珠、古玉、

玉石、青金石和檀香珠等。

有肩石斧 2件。一件灰白色，扁平，刃部两面磨光，长 6.5 厘米、宽 4厘米。另一件

也是两面磨光，青灰色，长 7.5 厘米，宽 3.5 厘米。这类磨光的有肩石斧在广东西部地区

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中常见。墓区附近虽然未见遗址，由于石斧是出自填土中，可能不

属墓中的随葬品。

（四）墓葬的时代和特点

这批墓葬与广东、广西其他地方的东汉墓相比，在文化面貌上基本相同，但也有一些

特点。

在墓室结构方面，砖室墓全是长方形单室平底券顶，这是广东东汉砖室墓中最早出现

的一种形式，广州曾有少量发现，时代属东汉前期，即汉章帝建初元年(76)前后
[2]
，使用

时间也不长，不久就被其他形式取代了。徐闻这种砖室墓出现的时间应与广州的大体相近，

只是数量多，延续的时间也长，到东汉后期仍见存留。这种墓在广西合浦也有发现
[3]
，当

时徐闻县和合浦县同属合浦郡，文化面貌更相接近。至于用珊瑚石板建筑墓室，其他地方

尚未见过。据当地居民说，徐闻的泥土难以烧制砖瓦陶器，目前农村也是用花岗岩石块砌

墙，可见汉代用珊瑚石板建墓是因地制宜的办法。

随葬品数量不多，墓 3 出土的陶器盖系用圈足盆的圈足改制而成，墓 12 的铜盆经过

几次焊接修补。出珠饰的墓虽多，但每座墓的数量都少，且伴出陶珠。随葬器物中还有一

批铁斧、铁凿、铁刀、铁鱼钩和铜镞等工具、兵器，这种情况反映出墓主人的阶级地位应



属社会底层，可能是比较贫苦的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或士卒。墓内不用陶制模型明器

陪葬，说明这种风气尚未在徐闻流行，与广州、佛山、韶关等地有很大的差别。

墓中普遍陪葬方格纹陶罐，这又与广州等地不同。在陶罐上拍印方格纹加盖长方形戳

印作为装饰，广州地区出现并盛行于西汉前期，东汉前期已极少发现，其后趋于消失
[4]
。

在广东连平、韶关、佛山等地和香港的东汉砖室墓中虽然也有出土，数量都不多
[5]
。而徐

闻华丰村，在 25 座未受扰乱的墓中（内有 4座墓无随葬器物）就有 14 座墓出方格纹陶罐，

在各种陶器中所占比例最大。在广西合浦的汉墓中也出这种陶罐，而合浦地区、湛江地区

和海南岛的汉代遗址中，这些方格印纹陶罐残片更是常见，说明东汉时期它是这一带居民

喜爱的陶器装饰花纹。

槟榔埚村的墓 38 出土一面体小质差的昭明镜，字体较方，减字甚多，当属西汉晚期

到东汉前期。在华丰村、槟榔埚村出土的铜盆、铜碗，也是广州地区东汉前期墓内常见的

器物
[6]
。51 座墓共出土 26 件铁器，总的看比例不大，但是其中红坎村墓 47 就占 14 件，

说明东汉时铁器在徐闻已普遍使用，才较多地随葬墓中。

红坎村出土的陶器与华丰村的有些差别，墓 47 的三件小陶钵挂着绿色釉，这是广东

地区东汉末至东晋、南朝墓中常见的器物。红坎村出土的方格纹陶罐也少，在 12 座墓中

仅墓 51 出土 2件，其他陶罐施水波纹和篦点纹，都是年代比华丰村墓较晚的特征。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徐闻这批墓葬应属东汉，华丰村、槟榔埚村的墓具有较多的

东汉前期特征，红坎村的墓年代稍晚，当属东汉后期。总的说，徐闻墓和广州墓在文化面

貌上大体一致，但延续时间较长，如广州西汉墓的一些特征在徐闻墓中仍见存在，而东汉

前期的特征，在徐闻又延续到东汉后期。

二、汉代徐闻县城的地理位置

关于汉代徐闻县城的地理位置问题，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在现今海康县城的位置上
[7]
，

有的又认为在雷州半岛南端。从徐闻的考古发现看，笔者同意后一说，即在雷州半岛南端、

琼州海峡中部偏西的海边。

近年来，除了发掘 51 座东汉墓外，还在徐闻发现了一批汉代的遗址和墓葬，计有：

1．在西连公社瓜藤村瓜藤岭上发现东汉砖室墓，形制和华丰村的相同，长方形单室

券顶，小红砖。

2．在西连公社田西村濒临北部湾的海边山坡上发现汉代方格纹硬陶片，估计是一处

遗址。

3．在角尾公社包西村包西岭上发现汉代方格纹硬陶片和东汉的红色小墓砖，包西岭

也靠近北部湾海边。

4．在迈陈公社华丰村华丰岭两侧发现古代遗址。岭东一处，在长宽各百余米的山坡



上散布着许多陶片，有米字纹、方格纹加戳印和水波纹的硬陶片，夹砂陶片，表面黄褐釉

的陶片，还有南朝青釉陶碟残件和唐代的莲花纹瓦当等遗物。岭西一处范围也颇大，地面

除见米字纹、方格纹陶片外，还有一些磨光的残石锛、有肩石斧和砺石。陶器上拍印米字

形花纹，广州地区流行于战国时期，西汉初年已极少见。徐闻东汉墓中没有发现这种纹饰

的陶器，可见应属西汉或略早。

5．在竹山公社二桥村、港头村、迈熟村等地发现东汉砖室墓。二桥村在槟榔埚村南

面的琼州海峡海边，1963 年社员们在村北发现几座东汉砖室墓，出土各种陶罐和铜剑、铜

镜、铜碗等器物。墓砖较大，长 30 厘米，宽 15 厘米，厚 4厘米，侧面印有各种几何形花

纹。1975 年村民们又在同一地方挖水渠，在 60 米长的渠道中就发现 5座东汉砖室墓，出

土一批陶罐，还有陶屋、陶灶等模型明器，看来这里的墓葬和其他地方不大相同。港头村

在二桥村西北 1公里，迈熟村在二桥村东面 5公里，也都发现东汉砖室墓并出土一些陶器。

6．附城公社沓磊村也位于海峡岸边，与现今通往海南岛的轮渡港口海安仅隔一道海

湾。村后高坡上发现有方格纹陶片，村前沙滩边还采集到东汉的五铢钱。

上述遗址、墓葬以及经过发掘的 51 座墓葬全都分布在东起红坎村、西起北部湾的滨

海一线，最北的槟榔埚村距海峡也仅 6公里。数量众多而时代又大体相近的遗址、墓葬集

中在这一狭长的地带，说明当时这里应是人烟稠密地区。在雷州半岛的其他地方，虽也发

现有汉代的遗址和墓葬，不仅数量少，也远不如这里密集。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各地发现

的汉墓凡密集成片者，几乎都是当时的郡县城郊。因此，我们认为汉代徐闻县城应该位于

这片范围之内。虽然这些遗址和墓葬大都属于东汉，西汉的较少，但东汉是继西汉而来，

古代文献也未见有转移县城的记载。而且，《徐闻县志》上也有一条记载可以和考古发现

互相印证：“徐闻城，汉元鼎置，海滨讨网村”。“讨网港，县西南三十五里”
[8]
。“讨网村”

和“讨网港”都在华丰村西南 3 公里处，正位于我们所说的范围之内。据当地老人说，“讨

网”和“土旺”在土语中发音相同，为取其语含吉利，数十年前才将“讨网”改为“土旺”。

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看，徐闻县城应是一个港口，又是广东通往海南岛的门户，

上述的地理位置正好符合这两个条件。现今的海康县城位于雷州半岛中部，并

非海港，距海峡也较远，附近也未发现大片的汉代遗址或墓葬，因此不可能是汉代徐

闻县城的故地。当然，这里只是指出了它的地理位置和大体范围，至于具体地点还有待今

后的考古发现。

三、徐闻是汉代内地通往海南岛的门户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自古以来就与祖国内地关系密切，经济文化都受到强烈影响。

尤其到了汉代，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前 110）在海南岛设置珠崖郡和儋耳郡
[9]
，政治上的

统一更加速了它的经济开发，并进一步促进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徐闻由于处在优越的地



理位置，始终起着通往海南岛的门户的作用。发掘和研究徐闻的汉墓，对探讨汉代以至更

早时期祖国内地与海南岛的关系也有重要价值。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琼州海峡两边古代的文化面貌和发展情况都很相近。新中国成

立以来，在广西合浦地区、广东湛江地区和海南岛发现的汉代以及汉以前的文化遗址多达

二百余处。这些遗址都分布在河流两岸、沿海港湾的山冈台地和沙丘上，范围一般在数十

米至百余米之间。遗址的年代大体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属西汉以前，遗址里的石器以

磨制的斧、锛为主，打制或半磨的较少。海南岛石斧比石锛多，有肩器较少。陶器全是夹

砂粗陶，内陆多为黑色，海南岛多为红色，但也有黑色或灰色的。第二阶段的遗址，内陆

上石器显著减少，在斧、锛之外有铲、网坠和装饰品等。海南岛情况与此相似，石器中锛

多于斧，有肩器增多，并常见石铲、石子、石戈、石质或陶质的网坠以及装饰品。陶器方

面，夹砂粗陶大为减少，常见的是米字纹、方格纹和水波纹硬陶片，个别遗址还出青绿釉

硬陶片。在内陆遗址里曾见有青铜器碎片，海南岛则发现过汉代的五铢钱。很明显，这个

阶段的遗址应属汉代。
[10]

这种文化内涵的一致性充分反映出古代海南岛的社会发展一直受到内陆影响，只是海

南岛的步子似乎稍慢一些。广州地区常见的夔纹、云雷纹陶器西向只到阳江县一带，阳江

以西几乎不见，这也说明汉代合浦郡和海南岛的社会文化比较一致，与广州地区有所差别。

《汉书·地理志》记述海南岛的社会生活说：“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

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

这和考古发现是基本相符的，但它讲的是西汉的情况，看来当时海南岛的金属兵器、工具

尚少，在原始的农耕、纺织和圈养家畜外，还伴以渔猎和采集经济，社会组织大体处于原

始社会晚期。西汉以后，随着内陆人民不断徙居和前来进行商品贸易，自然会带来先进的

耕作技术和金属用具。在徐闻的东汉墓里出土有铁斧、铁凿、铁刀和铜器、五铢钱，由于

仅隔一道海峡，必然也会传播过来。在海南岛的汉代遗址里虽然尚未见到铁器，但已有五

铢钱。在临高县还出土了两件汉代的青铜锅
[11]

，饰弦纹和羊、鸟等动物纹样，大的器高

36 厘米，口径 64.5 厘米，器形硕大精美，显示了当时的金属铸造水平。

四、汉代徐闻在海外交通中的地位

两汉时期，徐闻是我国南方的海外交通港口之一。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海船

从“徐闻、合浦”出发，沿着中南半岛南下，可远抵印度南部的黄支国。这种海外交通从

汉武帝时已经开始，由汉朝宫廷的黄门直接掌握进行官方的交往和贸易，“黄金杂缯而往”，

“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以满足宫廷和官吏的需要。西汉末年，王莽曾请黄支王

送来犀牛。东汉前期，由于西域陆路交通受到阻塞，南方海路显得更加重要。至于民间的

海外贸易，大约在汉武帝之前早已进行，后又伴随官方交往继续得到发展。



这次在徐闻发掘的东汉墓能直接反映与海外贸易等有关的遗物不多，这主要是这批墓

葬的死者生前社会地位低下，经济比较贫困的缘故，可作为直接反映的，只有珠饰一项，

与海外贸易似有一定关系。14 座墓共出 308 粒，出 20 粒以上的墓仅 5座。在珠饰中，有

琥珀 1 粒，玛瑙 25 粒，水晶 3 粒，紫晶 2 粒，琉璃 127 粒，其他是银珠、古玉、玉石、

青金石和檀香珠等。这种情况和广州（汉南海郡郡治）、合浦（汉合浦郡郡治）、贵县（汉

郁林郡郡治）等地的东汉大墓相比，数量相差悬殊。因此我们怀疑这批珠饰，很可能也是

来自民间的海外贸易。

作为一个海港，徐闻的条件远不及合浦和广州。徐闻偏于雷州半岛南端，附近自然条

件较差，无内河行驶，陆路也甚困难。汉代徐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海港，主要原因在于

当时的海上航线行经这里。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看，汉代船舶还只能沿着内陆岸边

行驶，广州合浦间的航船一定要穿越琼州海峡，徐闻正是必经之地。因而能在当时的海外

交通中占有一席之地。

西汉时期的徐闻是我国南方滨海的重要县治，由于地处雷州半岛南端，扼守琼州海峡，

使它不仅成为祖国内陆通往海南岛的门户，而且在海外交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次在徐

闻发掘的东汉墓葬数量可观，虽然都是一般平民小墓，但已能从出土的各种遗物看到当时

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雷州半岛一带属于海疆边区，秦汉以来在中央政府所置的郡县治

理下，经过广大群众的辛勤劳动，积极吸收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和输入各种金属用具，迅速

地发展了生产，改变了过去的原始面貌。到东汉晚期，雷州半岛及其附近地区无论是经济

开发和文化发展程度，都已和内地大体一致，这一点在徐闻汉墓中是表现得十分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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